
农民理性的扩张 :
“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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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中国 , 农民占多数 , 长期以来被视为传统保守的力量。长期日常农业生产方式下

形成的农民理性 , 在农业社会内部的功效是有限的 , 主要是生存理性。而这种理性以其惯性进入

工商业社会后会形成扩张势态 , 产生一种农民理性与工业社会优势结合的“叠加优势”, 释放出其

在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社会都未有的巨大能量。要理解“中国奇迹”, 必须理解中国农民 ;

要理解农民 , 必须理解农民理性。以农民理性中的关键性词语来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造就

“中国奇迹”的 , 需要跳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 , 高度重视社会变革中的民性、民情及

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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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 :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4 年。

②　2009 年 7 月 1 日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头版 , 并用了四个版面讨论相关主题。 (参见童力 : 《中

国道路 : 全球视野与历史维度》、《十学者纵论中国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发表了题为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 : 1949 —2009”的系列论文。

早在 1994 年 , 林毅夫就与他人合著了《中国的奇迹 :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 , 从新制

度主义的角度 , 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① 进入新世纪以后 , 特别是近年来 , 有关讨论更

多。②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相对稳定 ,“中国奇迹”及其相关的“中国模式”、“中国

经验”、“中国道路”等“中国性”成为热门议题 , 各种看法和观点纷纷纭纭 , 但认识视角主要

是制度主义的。这些认识毫无疑问有相当高的价值 , 但历史创造的主体问题显然被忽视了。有

关“中国奇迹”及其“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中国性”的观点 , 与其说是

展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社会经济现象 , 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重大问题 : “中国奇迹”

是中国人创造的 , 而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那么 , 为什么在一个充满传统主义的农民国度里 ,

能够在短时间创造出一个“中国奇迹”? 我们不能离开中国人讲“中国奇迹”, 也不可离开“农

民性”谈“中国性”。本文试图透过社会历史表象 , 从人这一创造主体的角度对“中国奇迹”的

发生与发展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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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传统经典理论的挑战及其新的解释框架

无论持什么观点 ,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 要解释“中国奇迹”,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 它是何人

创造 , 又是何时创造 ? 这两大问题对传统经典理论构成强大挑战 , 是传统经典理论难以回答的。

毫无疑问 , 当今中国的发展及“中国奇迹”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发生

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长期以来是社会科学界流行的经典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工

业社会的建立时期 , 为 20 世纪初韦伯所奠基。从社会科学发展来看 , 韦伯是一个分类学的经典

代表 , 特别是他将社会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理性社会 , 它们之间的魅力型社会只是一个过渡的

非常规类型。① 至此之后 , 传统被视为落后 , 现代被视为进步 , 便成为社会科学的定论 , 甚至成

为不容置疑和挑战的意识形态。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 , 作为传统社会因子的农民 , 自然是落后

的传统社会因子 , 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进步的动力 , 只是固守传统的消极力量。因此 , 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 , 被视为传统保守力量的农民基本上没有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

但世界社会科学界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 , 正是“保守”的农民促成了一个个新兴国家的崛

起 ; 而新兴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农民的贫困问题。于是 , 自 20 世纪 60 —70 年代起 , 传统

农民被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 , “出现了所谓‘农民学辉煌的十年’。有人甚至说这一时期农

民研究领域取得的划时代进展可以与物理学领域中牛顿定律的发现相比拟”。② 尽管农民成就了

这一意义上的革命 , 但是 , 社会科学界对农民的作用仍然估计得很不充分。美国学者亨廷顿是

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政治学家。与前人相比 , 他对农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较

为积极的评价 , 但他也只是将农民视为一种稳定性力量 , 认为 : “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

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 : 它不是稳定的根源 , 就是革命的根源。”③ 至于

农民在革命后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语焉不详。摩尔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科学界最重视农民作用

的大师。他突破了西方固有的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理论模式 , 特别是发现 , “在两大文明形态起

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 , 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 , 会对未来历史的造

型发生强烈作用”。④ 因此他将代表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副标题定为“现代世界

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摩尔充分估计到农民的革命性作用 , 他强调 : “现代化进程以失败的农

民革命为起点 , 在 20 世纪 , 它却经由成功的农民革命而进入高潮。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客

体 , 是一种社会生存状态 , 是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 , 而与历史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观点 , 已经

站不住脚了。”但他对革命后农民的建设作用却持极端否定态度 , 认为 : “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

供了动力 , 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⑤

以上传统经典理论自然无法解释“中国奇迹”的产生。这是因为 , “中国奇迹”是在一个十

分传统的国度里产生的。中国是一个世界上农业文明最为悠久的国家 , 形成了强大的农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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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分类学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十分流行 , 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分类 , 梅因

的“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分类 , 滕尼斯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分类 , 莱德费尔德

的“民俗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类等 , 大体都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分类的延展。

参见《农民学丛书》总序。转引自 J .米格代尔 :《农民、政治与革命 ———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

力》, 李玉琪、袁宁译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2 页。

塞缪尔 ·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 , 北京 : 三联书店 ,1989 年 ,第 266 —267 页。

巴林顿 ·摩尔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拓夫、张东东等译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1987 年 , 第 2 页。

巴林顿 ·摩尔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第 368、389 页。



传统。中国也是一个世界上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 一直到 1990 年代 , 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

世界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二。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民国家 , 即农民主要是

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者 , 农民个体的力量相对薄弱。在一般理论看来 , 在

这样的国家 , 由于强大的政治动员 , 可以兴起一场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革命 , 却因农民先天

的惰性或者说保守性而难以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 正是在这样的国度 ,

产生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时 , 80 %以上的人口为农村

人口 , 或者是纯粹的农民 , 他们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体。如果离开了农民谈“中国奇迹”

只能给人以如此结论 : 好像“中国奇迹”是从天而降 , 是某个神灵的恩赐。因此 , 我们不能离

开人这一世界主体谈经济社会发展 , 离开农民谈论中国。“农民性”与“中国性”密切相关。要

理解“中国奇迹”, 必须理解中国农民 ; 要理解中国农民 , 就必须突破以往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

的经典思维模式 , 寻求新的解释框架。

尽管摩尔对革命后农民的作用评价过低 , 但他对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的

农民所给予的注意 , 还是十分有启迪意义的。如果我们将“中国奇迹”与农民联系起来 , 就需

要研究农民及其行为活动。为此 , 本文试图建立在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农民理性

扩张的分析进路。

如果要将农民与“中国奇迹”联系起来 , 首先必须问“谁是农民”? 所谓农民 , 一般是指从

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但是 ,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农业文明和短暂工业文明的国家 , 从事非农

业产业的人群也主要来自于农村。在中国 , 三代从事非农产业的人群占极少数。因此 , 这种代

际的关联决定了即使未从事农业产业的人群也深深浸淫和具有深厚的农民意识或者“农民性”。

这种农民意识深深影响着中国人 , 直至中国领袖。所以 , 本文所说的农民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生

产活动的人 , 同时也包括具有农民意识的人。

农民作为主体 , 必然有其理性。当然 , 关于农民是否有理性 , 也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农

民学”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 由此出现了所谓“理性小农”、“道义小农”等尖锐对立的观点。①

产生争论的原因 , 也是在于传统经典理论对“理性”的界定。古典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提出了

“经济人理性”的假说。根据这一假说 , 只有那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收益的人才符合经济理性。

韦伯在其基础上 , 又将“算计”作为衡量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尺度。后来关于农民理性的争论

都源自于此。“经济理性”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 , 但也有其限度。这是因为 , 理性是一个历史

性概念。理性作为一种主观意识 , 来自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环境 , 是客观环境的主观反映。马

克思认为 :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 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

人们 , 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 ———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 ———

所制约。”② 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性”也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产物 , 并不是先天就

有 , 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从人的主体性、历史性看 , 农民也是具有理性的。农民在长期的农业

生产活动中会形成特有的意识、态度和看法 , 它们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合理的 , 也是有效的。③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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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农民学丛书》总序。转引自 J .米格代尔 : 《农民、政治与革命 ———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

压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年 , 第 72 页。

一般来说 , 合理性和有效性是理性的两大要素。(参见胡荣 : 《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 ———中国农村村民

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 上海 : 上海远东出版社 , 2001 年 , 第 29 页) 从广义看 , 理性不过是人类选

择自己行为的能力 , 这种选择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 , 换言之 , 在特定条件下对自己行为作出合理的选

择 , 以获得最大收益 , 就是理性的。



性除了是客观环境的反映以外 , 它一旦形成还会形成自主性 , 即思维惯性。虽然环境发生了变

化 , 但深深植根于社会心理结构中的意识 , 作为一种文化基因 , 会继续支配人的行为。这就是

近些年文化人类学所重视的惯习。历史愈长 , 惯习愈牢固。即所谓的过去告诉未来 , 经验支配

选择。对于中国来说 , 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传统的积淀 , 深深影响着农民 , 直至每个中国人的行

为。因此 , 所谓农民理性 , 是指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 , 它们不

仅来自于本人感性经验 , 还是长期传统的积淀。

理性支配着人的行为。理性的作用范围和功效有所不同。理性受制于环境 , 有时环境改变

了 , 人们仍然会按自己惯有的理性行动 , 从而有可能产生理性在原有环境下所不可能有的巨大

能量。这就是理性扩张。理性扩张是指在特定场域内形成的理性扩展到其他场域 , 从而使自己

的功效得以扩展。这是因为 , 任何理性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发生的。而社会的发展伴随兴起、

成长、发展、衰退的生命周期。这种生命周期受制于社会成本的支配。① 愈是成熟的社会 , 支配

社会运转的社会成本愈高 , 生命活力愈会衰减。这就是为什么新兴社会往往是生命活力最为旺

盛的社会 , 成熟社会往往是生命活力下降的社会。当在一种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理性惯性进入到

其他社会时 , 不仅可能激活原有的潜力 , 而且可能产生一种其他社会场域所不具有的特有功效 ,

形成所谓的“叠加优势”和爆炸性的“突变”, ② 实现理性的扩张。这在两种文明形态起承转合

的历史关节点上 , 表现得尤其突出。产生于西方世界的商人资本和工业资本如果不是走向世界 ,

进行殖民扩张 , 就不可能实现其资本理性 , 或者说早期城市商人伦理的扩张。商人伦理在西方

社会更替时发挥了巨大能量 , 形成了后来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如果说是商人改变了西方 ,

那么 , 农民则改变了中国。③ 农民不仅成就了中国革命 , 而且促使了中国改革 , 也创造了经济发

展的“中国奇迹”。

在我们回答何人创造了“中国奇迹”的同时 , 还必须回答何时创造的问题 ? 同样的农民 ,

同样的农民理性 , 为什么在长期的历史中只能产生十分有限的能量 , 而近 30 年来则产生出了巨

大的功效 ? 这取决于环境的改变。就国内而言 , 是改革开放促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

的大转变 ; 就世界而言 , 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成本日益高昂、生命活力相对衰减、欠发达的新兴

国家迅速崛起的大变革的交替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适应了国内社会转变的要求 , 也适应

了世界格局的变革。改革开放前 , 中国主要是农业社会。农民理性与农业社会是相匹配的 , 其

作用也是有限的 , 主要适应于生存的需要 , 或者说是生存理性。“在一元经济条件下 , 假如不存

在土地所有权的集中 , 那么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即使存在也不会很显著 , 即表现为一种‘大众贫

困’。”④ 改革开放后 , 中国走向工商业社会 , 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更为明显 , 更重要的是处于结构

性开放状态 , 农民可以自由跨越经济结构 , 向非农领域流动。农民面对的工商业社会是一个全

新的世界。在别国已成熟的工商业社会及其理性原则 , 对于中国农民则十分陌生。而农民闯入

或者卷入这一陌生世界之时 , 仍然会按照其在农业社会形成的理性行事。农民理性的优质因素

与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优质因素的有机结合 , 会释放出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社会都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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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本是指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所需要或者所支付的费用或代价。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内在的优质因素 , 即通常所说的“精华”。这些优质因素在原有文明形态框架

下所产生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但在两种文明形态转换中 , 不同文明形态中的优质因素可能会重合 ,

而形成“叠加优势”, 产生为原有文明形态框架所局限的巨大能量。

参见徐勇 :《农民改变中国 : 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 ———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 《学术月

刊》2009 年第 5 期。

沈红等 :《边缘地带的小农 ———中国贫困化的微观理解》,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2 年 , 第 25 页。



巨大能量 , 产生“叠加优势”。① 农民理性正是在这一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得以扩张 , 由生

存理性扩展为发展理性 , 从而成就了“中国奇迹”。

二、农民理性扩张怎样造就“中国奇迹”

农民理性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 , 它们不是来自于经典

文献 , 而是来自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由于中国的文化经典主要是记录和提供国家治

理的学说 , 来自于下层的农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没有较多见诸于经典文献。相对文化经典而

言 , 农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 也更为持久。本文所说的农民理性主要

便是农民通过自身及其前辈的活动经验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 , 它们更多见诸于谚语等常用

话语之中。为此 , 本文将以农民理性中的关键性词语来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造就“中国奇

迹”的。

(一) 勤劳

勤劳是指辛勤地劳动 , 将劳动视为生活的源泉 , 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 , 它是农民理性的

最基本要素。这是由农业生产特点和方式决定的 : 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于自然 , 受大自然支配 ,

是自然环境的依附者。传统农业主要依靠两大生产要素 , 一是土地 , 一是劳动。生产的增长主

要依靠劳动投入。有所劳才有所得 , 多一分劳动多一分收获。劳动不仅是生存的目的 , 而且是

一种人生态度 , 是人的一项“天职”。特别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国 , “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 ② 更

需要通过不断的劳动投入才能得以生存或者积累财富。而中国的农民在人身上是自由的 , 他们

与农奴不同 , 能够将劳动与收入联系起来 , 有劳动积极性。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勤劳

的群体 , 没有劳动时间限制和劳动条件要求。“勤扒苦做”、“起早贪黑”是高尚的、为人称道的

行为 ;“休息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 ③“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懒耍滑”更为农民所鄙视。

毛泽东指出 :“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 ④ 又说 :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

耐劳著称于世 , 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⑤ 韦伯也认为 :“中国人的勤奋与劳

动能力一直被认为无与伦比。”⑥ 还有人则将中国人视为“勤劳的蚂蚁”。

但在传统农业社会 , 农民勤劳难以致富。首先是自然条件限制。农业生产受自然约束 , 其

收获受季节的限制 , 劳动产品的增长是有限的。直至改革开放前 , 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 , 由于

没有化肥 , 农民只有通过不断松土 , 增加劳动投入 , 以获得多一点点 , 甚至微不足道的产品。

这种劳动投入愈来愈多 , 收益却不能相应增长 , 甚至为负收益的现象 , 在黄宗智看来属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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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内卷化”。① 其次 , 农业文明时代主要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资源总是有限的 , 产品总量难

以增长。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 , 土地平均占有至多也只能是勉强度日。如果要获得比他人更好

的生活 , 必然要占有更多的土地 , 由此就会造成土地兼并 , 即利己必损人。当土地兼并严重 ,

就会产生战乱 , 用暴力的方式重新分配土地 , 将富人变穷 , 即“富不出三代”。所以 , 传统农业

社会是一个贫穷而平均的社会 , 勤劳并不能致富 , 勤劳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 , 表现为“勤劳的

贫穷”, 或者说是“有效率的贫穷”。

进入工商业社会 , 勤劳则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工商业社会的生产可以超自然约束 , 财富增

长总量是无限的。人可以更多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 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扩大需求并不断

满足扩大了的需求 , 从而达致“勤劳革命”。② 由于产品总量增长的空间增大 , 人们有可能在本

人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使他人的财富并不减少。在工商业时代 , 资本收益的同时 , 也能使劳动的

绝对收益增长。在这种条件下 , 社会并不一定要以暴力战乱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财富的积累

有了可能。但在一个成熟的工商业社会 , 财富积累速度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工商业社会是人

为建构起来的社会 , 出于种种原因 , 人们对于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加以各种约束 , 如“八小时

工作制”、“双休日工作制”、“未成年人劳动保护制”等。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 , 或者说工业劳

动理性的建构。而这种现代性意味着生产成果的时间受到限制 , 或者需要支付愈来愈多的社会

成本。

对于刚进入工商业社会的农民来说 , 他主观上并不知晓这些现代性 , 而仍然用他们千百年

形成的勤劳习惯行事。这种农民式的勤劳可以在工商业社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是最有活力或者说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 , 世界新华人经济、沿海外资经济和民

营经济 , 这三大经济体的主体都是农民。他们的劳动时间在世界上是较长的 , 他们的劳动条件

在世界上的要求是较低的。③ 由此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商品 , 并占领世界市场 , 形成了对成熟

工商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开厂经商不讲规则 , 没有时间和条件限制。其

实他们不知道 , 这些中国人主要是农民 , 在农民劳动心理习惯中 , 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

六星期天的意识的。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企业的员工主体是农民工 , 主要从事的是制造加工业等初级产业 , 普遍

采用的是做多少得多少的计件工资制 , 而不是通行的计时工资制。计件工资表现比较直观 , 管

理简单。计件工资制与农业劳动报酬相类似 , 也是做多少得多少。马克思认为 : “‘计件工资’

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 , 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 , 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④ 为了获得更

多的劳动收入 , 劳动者会自动投入更多的时间 , 生产更多的产品。在工商业社会 , “时间就是金

钱”, 多投入劳动时间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 这是传统农业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所以 , 在新

兴企业里并没有因为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而出现员工“闹事”, “闹事”的主要原因是付出

了劳动而没有获得收入。相反 , 在相当多的农民工看来 , 有事做 , 能够加班 , 就可以有更多收

获。在一双具有“现代性”的眼睛看来 , 农民工做的是最脏、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 , 但

在农民工看来则是“自由选择”: 一则可以比农业生产有更多收获 , 近 20 年农民普遍盖了新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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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打工。农民现金收入中 , 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比例不断上升 , 已远远超出

农业劳动收入。农民事实上早已开始自我的“以工补农”。沈红等人的实地调查说明“二元经济

中劳动力的再配置⋯⋯产生了‘双重效益’, 一方面曾经属于剩余或者说不尽其用的劳动力现在

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 ; 另一方面仍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和平均产品也相应获得了

增加 , 其结果农户总体经济状况有了改善”。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对传统部门通过现

代部门获益给予了精当的评价 , 认为 : “传统部门通过该部门的人口随缘转入现代部门挣钱并给

家里汇款而分享现代部门的利益。”② 二则农民刚进入工商业领域时并没有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

的意识和要求 , 挣钱或者通过劳动挣到更多的钱是最高目的 , 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尽管他们

在外务工辛苦 , 但当他们一年一度回到家乡能够带回在家乡不可能获得的收入 , 他们内心会油

然生起自豪感和满足感。中国能在短短 20 多年内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 不能不归功

于不知疲倦的农民工这样一群“勤劳的蚂蚁”。是勤劳而不是技术扩张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农

民的勤劳理性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致富空间形成“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二) 勤俭

生产和消费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农民理性在生产方面表现为勤劳的话 , 那么 ,

在消费方面则表现为勤俭 , 即努力节约 , 将消费支出降到最低限度。这是因为 , 农业生产收益

有限 , 没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消费。而农民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体的 , 节支就意味着增收。同时 ,

农业生产受自然天气影响很大 , 有丰年也有歉年 , 而外界不能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 , 农民只能

依靠自己的积累进行自我保障 , 由此形成农民日常生活的节俭理性。

早期西方商业社会 , 为了积累财富 , 将节俭作为重要的生活理念。在亚当 ·斯密看来 , 社

会中的资本存量是靠制造业中的工业企业家的“过度节俭”积累起来的。③ 只是这种节俭理念后

来为日益扩张的社会消费主义所淹没。成熟的工商业社会是以市场为中心的 , 一方面生产能力

无限扩大 , 另一方面 , 消费欲望也迅速扩张。因此 , 在工商业社会里 , 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

高。今天一个普通平民的生活可能比一百多年前的皇帝还要好。但是 , 在成熟的工商业社会 ,

经济是波动的 , 而且呈周期性波动。人们可以过上好日子 , 特别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超前过上好

日子 , 但却难以应对危机。因为 , 人们的需求是刚性的 , 即“由奢入俭难”。特别是发达国家的

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比较健全 , 促使人们愿意消费 , 甚至“超前消费”; 加上各种营利机构以各种

方式诱导、鼓励、刺激人们消费。这使得人们超出自己的能力 , 甚至超出自己的必要需求消费。

由此就可能造成生产与消费、能力与欲望的脱节。发达国家近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与国民的超前

消费不无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步入以市场为中心的工商业社会 , 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 这是无

可争议的。同时 , 农民的节俭理性继续发挥着作用。这是因为 , 中国在进入工商业社会初期 ,

尚没有建立起成本很高的社会保障体系 , 特别是农民基本上没有多少保障。他们必须依靠自身

的力量寻求正常生活的保障 , 将消费限制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量入为主、适度消费、储蓄优

先、防范风险仍然是消费生活的重要原则。正因如此 , 改革开放以后 , 中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

民众储蓄率很高的国家。尽管政府一再强调拉动消费 , 但民众仍然十分谨慎地消费。将资金投

入再生产 , 以钱生钱 , 或者更多地储蓄以应对不测 , 仍然是民众的主要选择。与“高工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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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低储蓄”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 中国则表现为“低工资、中消费、高储蓄”的经济类型。

节俭理性在经济波动剧烈的今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 中国可以通过资本的滚

动不断扩大再生产 , 由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进入到一个资本剩余的国家 , 国家“不差钱”。另一

方面 , 高储蓄率使国家和民众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经济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 , 西方国家只

能利用历史遗留的金融垄断地位和成本高昂的保障体系来度日 , 中国则可以充分利用高储蓄而

从容应对。

(三) 算计

一般认为 , 商人是精于算计的。在韦伯看来 ,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进入资本主义 , 就

在于算计。其实 , 农民也是会算计的。由于资源和财富有限 , 使农民不能不考虑如何使自己的

损失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 , 以满足自己和整个家庭正常生活的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

尔茨认为 ,“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一般是精明的、讲究实效的和善于盘算的”。① 但是 , 与商

人的算计不同 , 在农业社会 , 农民的算计是缺乏交换的算计 , 是如何对仅有的“存量财富”进

行精打细算的算计 , 主要是基于生存 , 遵循“安全第一”, 是一种“过日子经济”。这种理性在

传统农业社会只能平安度日 , 难以致富。

在西方国家 , 随着工商业社会的成长 , 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 , 以交换生钱的商人算计发挥

到极致 , 资本形式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换 , 进一步向金融资本扩展。金融资本追逐的是以

钱赚钱 , 以小钱赚大钱 , 短时间获得暴利。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 居世界

金融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利用其金融优势地位 , 过度发行货币 , 造成金融流动性过剩 , “虚拟经

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 出现一个个“经济泡沫”, 也留下了一个个巨大的赚钱空间。正当

西方商人理性醉心于“以钱生钱”之时 , 中国的老实巴交的农民登上了历史舞台 , 参与到世界

经济过程中。而当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 , 他们不在乎赚哪些钱 , 只在乎有没有钱赚。只要

赚钱 , 做什么都行。中国出口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 , 虽然利润薄 , 但保证有钱赚。因为 , 人们

可以不坐飞机 , 不开奔驰汽车 , 但不可以不穿衣或家用。中国民营经济 , 或者说以农民为主体

的工商业经济的崛起 , 主要背景是原有国有计划经济体系不完善、缺乏活力 , 出现了大量的日

常生活用品需求 , 而民营经济满足了这一需要。即便是有极其微薄的利润 , 农民商人也会做。

这种算计已超出了“过日子经济”的限制 , 财富效应大大扩展。当民营经济走向世界之后 , 获

得的赚钱空间更大。它们所经营的日常生活用品是发达国家不屑于制造和经营的 , 也是其他发

展中国家未能进入世界市场的。在农民出身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看来 , 哪怕赚一分钱 , 只要有钱

赚就是值得做的。中国短时间创造的巨大外汇储备正是在一分钱一分钱的迅速积累上形成的。

正是农民的算计理性与世界大市场赚钱空间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四) 互惠

有人说中国农民天生“善分不善合”, 其实“分”与“合”都存在。农民互助合作由来已

久。因为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生产和生活全过程 , 特别是在农忙时期 , 农民都会以换工等形式互

帮互助 , 实现的是互相均衡收益 , 即互惠。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行为更多 , 如“患难

相恤 , 守望相助”, 婚丧嫁娶等生活大事的邻里之间互相帮忙 , 资金互惠的“抬会”等。“帮帮

忙”成为传统中国人的口头语 , 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斯科特通过观察 , 认为 : “互惠这条道德

原则渗透于农民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它意味着被接受下来的礼品或服务为接受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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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相应的义务 ———有朝一日要以相当的价值给以回报。”① 而“建立和维持互惠关系主要取决

于信任、公平和相互尊重的性质。”②“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③ 但在农业社会里 , 这种

互惠只是为了顺利度日 , 是同质要素的叠加 , 难以使财富得到增长。

商业社会是一种由于交换和竞争引起的互不信任的分立性社会。这种社会分立在西方源远

流长 , 由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 , 到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 , 再到庄园黑奴制。特别是早期的

西方商人是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 , 充满着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尔虞我诈 , 并随着财

富增长出现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工业革命后整个社会又裂变为利益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和

劳动阶级 , 劳资尖锐对立和冲突。这一传统一直沿袭下来。④ 为了缓和矛盾 , 20 世纪以后 , 西

方发达国家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社会制度。但这种制度需要支付高昂的社会总

成本 , 从而降低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时 , 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阶级 , 也没有阶级的自我意识 , ⑤ 更没

有界限分明 (如奴隶制) 的两大阶级对立和冲突。阶级利益冲突和对立为温情脉脉的宗族乡亲

人情伦理关系所稀释。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缺乏阶级意识 (阶级自觉) , 尤不习于

阶级观点 (本于阶级眼光分析事物)”。⑥ 当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农民式互惠理性进入工商业日常生

活之中 , 使劳资合作有了可能。当地人出地 , 外来资本出钱 , 外来农民打工 , 实现三方受益。

尽管老板赚了钱 , 但农民没有什么反感 , 因为他们也从中获得了比在家务农多得多的收益。改

革开放以后 , 沿海地区的许多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 资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率大大高于其

他地方 (这也是外资纷纷进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 但劳资之间的冲突频率和烈度却远远低于

其他国家 , 甚至是远比中国落后的非洲国家。为此 , 社会才有可能在经济尚不发展的条件下不

需支付高昂的社会成本 ,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从互惠理性中获得了巨大的活

力和竞争力。中国的商品之所以能够行遍世界 , 连有着悠久工商传统的老牌西方国家也只能祭

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 , 道理很简单 : “一个便宜十个爱。”中国依靠廉价的商品叱咤世界市场风

云 , 而廉价的商品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 , 廉价的劳动力又来自于劳资合作 , 劳资合作的源泉则

是农民的互惠理性。这种合作互惠是异质要素的相加 , 可以形成增量财富。因此 , 农民的互惠

理性与低廉的竞争成本结合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这种农民式的互惠理性提升到国家层面 , 就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倡导的合作主义对外关系 ,

形成国家间的合作模式。合作而不是冲突 , 对话而不是对立 , 互惠而不是互损 , 不仅为中国的

国际形象大大添彩 , 而且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总竞争力。

(五) 人情

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亲缘社会”和“熟人社会”。人们在村落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

斯 , 长期的紧密交往形成亲情关系 , 因此农业社会又是一个“人情社会”, 情感甚至大于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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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情可以给人带来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种好处。农民遇到本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面临陌

生环境时 , 首先想到的是可以信任、依托和互助的亲戚乡邻这些“自己人”。但在传统农业社

会 , 这种人情只是正常生活的需要 , 对于财富的增长和个人的发展没有多少作用。

现代西方世界是以商人的崛起而起步的。经常流动的商人面对的是一个“业缘社会”和

“陌生人社会”, 经济交往主要依靠契约等中介形式维系 , 有了纷争也是找专门的律师解决。但

是中介机构并不直接创造财富 , 它们的存在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因此 , 工商业社会日益成熟的

过程 , 也是社会交往成本日益高昂的过程。

中国农民闯入工商业社会时 , 没有多少商业理性的准备 , 更多的是农民的人情理性。在金

耀基看来 ,“人情是‘制度性规范’, 也即一个人在与他人往来时 , 他会自觉与不自觉遵从人情

的规范而行事”。① 农民外出打工的起始阶段 , 尚被视为应该加以限制的“盲流”, 外部社会根本

没有职业介绍性机构。即使后来有了职业中介等机构 , 也大多属于营利性质 , 甚至存在欺诈行

为。在这一背景下 , 农民主要是依靠老乡、亲友介绍和带路。中国上亿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依靠

亲带亲、邻带邻的方式外出的。亲邻是熟人 , 也是信得过的人。亲邻之间长期建立的人情因素 ,

保障了相互之间的依赖和依存关系。如果亲邻之间发生欺诈 , 就将面临长期积累的人情资本的

流失 , 甚至本人及家族在乡里乡亲中抬不起头来。以农民为主体的民营企业也主要依靠本家族

的人共同经营。面临陌生而竞争激烈的外部性工商业社会 , 只有长期交往过的本家、亲戚、朋

友、老乡才是信得过的“自己人”, 其他人是靠不住的“外人”。有好处时“自己人”共同享有 ,

有了难处“自己人”共同度过。一般情况下 , 不需要外部性的中介机构介入自己的经济生活。

这种人情理性可以大大降低交往成本 , 扩展致富效应。新制度主义创立者诺思对诸如人情这类

非正式制度给予了合理评价 , 认为 : “过去解决交换问题的非正规方式又带到现在 , 使这些非正

规约束成为社会长期连续变迁的重要源泉。”② 中国的上亿农民工如果依靠职业介绍机构介绍职

业 , 不知需要多少机构 , 更不知这些机构需要支付多少成本。如果中国的农民工和民营企业遇

到什么事都要寻求法律解决 , 也不知需要支付多少法律成本。而中介机构的成本最终会进入社

会总成本之中 , 从而降低社会的总竞争力。人情可以说是农民进入陌生的工商业社会最重要的

交往理性 : 依靠亲邻外出务工经商 , 既可以减少和避免外部性风险 , 降低外部性成本 , 获得更

多收益 , 又可以进一步增进人情往来。人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助推剂和润滑

剂。一般我们可以说人情是“传统的”、“落后的”, 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却

大量存在甚至依靠人情因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 改革开放以来 , 一方面是现代工商业社会的

迅速发展 ; 另一方面是“同学、同乡、同宗”这类传统人情因素的扩张。这是经济环境使然 ,

也是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 , 在外部性风险和成本高昂的环境下 , 农民以人情来扩大交往 , 规避

风险 , 降低成本 , 获得更高收益。农民能够降低成本和风险的人情理性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交

往和赚钱空间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六) 好学

农业社会也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只是这种学习主要是经验式学习 , 学习内容是世代相传的

农业经验 , 学习方式也是耳濡目染。不学习就无法承继家业 , 正常生产。更重要的是 , 传统农

业社会的发展空间不多 , 要出人头地就只能做官 , 要做官就必须努力学习。因此 , “耕读结合”、

勤奋好学也是中国农民理性的重要内容。家里再穷也要让子女读书 , 或者家族供养一个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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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头地的学生。《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习 , “学而时习之 , 不亦乐乎。”但是 , 传统农业社

会的好学是不断地模仿和重复前代人的经验和知识 , 难以创造财富 , 即使是读书做官也是更多

地占有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所以 , 在古代世界 , 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 ,

但却没有与之相应的创造发明 , 仅有的“四大发明”也没有更多地应用于日常生产 , 创造财富。

工商业社会的最大成就是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同步发展。知识

生产不仅大大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 , 使当今社会的一般平民也能够过上宽裕生活 , 更重要的

是知识生产成为一个产业部门 , 不断适应社会 , 甚至追逐社会的需求。发达工商业社会几乎是

与知识创新同步发展的。但是 , 受经济影响 , 知识部门有时也可能脱离经济部门。如美国进入

金融资本时代后 , 高端学校教育和尖端人才纷纷介入金融领域 , 教育部门也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发达使这些国家形成一种“文明的傲慢”, 不愿承认或者学习其他国家的优异

之处 , 从而形成自我的封闭。

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 , 对于农民来说 ,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只有学习才能掌握生存发

展的本领。因此 , 他们以全方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鲜事物。同时 , 他们的学习又充满着农民

的理性 ,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学习的内容和方式 , 具有典型的经世致用的实用性特点。首先

是模仿式学习 , 虽然不懂 , 但可以“照葫芦画瓢”, 不需要支付多少学习成本就可以将他人花费

甚大的东西学到手。其次是选择式学习。学习是经世致用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 , 学习什么、

不学什么、先学什么、后学什么 , 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学习他人的东西是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 ,

而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再次是创造式学习 , 在学习的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社会发展趋势进

行加工、提高 , 以创造出新的东西 , 而不是一般的“拿来主义”, 由此就可以做到“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中国人走向世界 , 能够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邦站住脚 , 并能出人头地 , 主要依靠的是

中国农民式的勤奋和好学。优秀华裔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出其他族裔。改革开放

后的中国农民能够行遍世界 , 除了勤奋以外 , 重要的因素还有学习。大量农民进城或到外地务

工经商 , 对陌生世界一窍不通 , 主要依靠学习。那些成功的农民企业家 , 更是出类拔萃的学习

典范。30 年的主动的全方位开放 , 使农民的好学理性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林毅夫等人认为 , 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 其实现方式是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 ,

由此大大节约自己投资开发研究的成本。① 经世致用的农民学习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知识创造财

富结合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七) 求稳

在传统农业社会 , 农民面对着一个不可预知的自然世界 , 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幸福是平安 ,

求稳怕变 , 小富即安 ,“平安是福”, 不折腾。同时他们也十分知足 , 能够娶妻生子 , 养家糊口 ,

已是万福 , 他们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 也没有多少资本供他们折腾。“没有选择是整个农民

生活的特点。”② 因此 , 农业社会是一个追求安宁而不是变革的社会 , 是一个稳定机制强、动力

机制弱的社会。农业文明只能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发展 , 农民也只能日复一日地“重复昨天的

故事”。

工商业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 , 人们的物质欲望极速扩大 , 供给始终难以满足需求。

为此 , 工商业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伴随着动荡不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 “生产的不

断变革 , 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 , 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 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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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时代的地方。”① 20 世纪 , 一方面是物质极大丰富 , 另一方面人类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工商

业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发展动力充足而稳定性较弱、平衡性较差的社会。这也是 20 世纪下半叶许

多新兴国家充满着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

30 年来 ,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 政治社会相对稳定 , 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这是外国人

评价“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 , 也是外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之谜”。其

实 , 重要的谜底就在于求稳怕变的农民理性。新中国建立后的前 30 年 , 农民经历了土地改革的

大变革之后渴求过上稳定安逸的生活 , 但是政策的多变也使他们饱尝了折腾的苦头。改革开放

以后 , 农村政策符合农民意愿 , 但农民也强烈需要政策的稳定性。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多

次表示 , 中国的基本政策不能变 , 农民最担心和最害怕的就是政策多变。1989 年政治风波刚平

息 , 邓小平就强调政策不能变。1992 年 , 他又深有感触地指出 :“为什么‘六 ·四’以后我们的

国家能够很稳定 ? 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 , 促进了经济发展 , 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②

1980 年代 , 农民因为有好的政策而获得温饱 , 从而期盼稳定。1990 年代 , 由于负担沉重 , 农村

出现不稳定因素。但是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 , 工业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民 , 使得农民能够

“以工补农”, 有了新的生存机会。他们仍然期盼着稳定 , 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这正是虽然 1990

年代农民负担沉重 , 但总体上农村稳定、没有出现挑战基本制度的危机的重要原因 , 也是西方

世界多次预言的“中国崩溃”未能兑现的基本因素。因为 , 农民稳 , 中国就可以稳。改革开放

以来 , 一方面推动变革 , 使人们获得财富 , 另一方面“小富即安”的农民理性促使国家能够在

变革时代保持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讲话中用了“三个不” (“不动摇、不

懈怠、不折腾”) , 就是最好的概括。通过稳定促进发展的政策来稳定农村、通过提供发展机会

来稳定农民进而稳定国家 , 已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一项基本国策。追求稳定踏实的农民理性与工

商业社会发展动力结合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八) 忍耐

中国农业社会里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生产的小农 , 要在不可驾驭的自然环境下获得生存 , 必

须具有高度的韧性 , 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正如费正清所说 : “在广阔的平原上 , 耐性的中国

农民听任天气的摆布 , 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

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成鲜明对比。”③ 同时 , 为了应对艰苦的环

境 , 必须寻求社会支持 , 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农民在日常生活交往中非常注重人伦关系的和

谐 , 为人处事尽可能避免纷争与矛盾 , 以和为贵 , 以“忍”为上。即使是对待官府的强迫一般

也是极度的忍耐 , 只有到了生存也难以维持时才反抗 , 即“该出手时才出手”。中国农民的忍耐

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 由此也形成了世界上特有的“东方式隐忍”。但在农业社会里 , 农民的

忍耐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 , 并不能根本改变其环境和命运。

西方列强是在商人和海盗主导下崛起的 , 在资本扩张的诱导下 , 信奉强权 , 张扬个性 , 它

们只会为一个自己所期待的目标不断地进攻 , 而绝不会忍耐。这也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产生两次

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战争无疑会使人类支付巨大的成本。

中国进入世界时 , 已是一个强权的世界 , 但农民的忍耐理性帮助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

环境极度恶劣的条件下 , 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国家总体落后使中国不可能获得战争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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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第 13 页。



胜 , 但中国也不会因此而灭亡 , 因为中国是正义的一方 , 特别是中国人有着无与伦比的忍耐精

神。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的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 中国得以平稳度过 , 也与农民忍耐理

性相关。改革开放以后 , 农民进入或卷入到一个全新的工商业世界 , 他们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命

运 , 也处于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 , 但是农民以其坚忍不拔的忍耐精神克服着各种困难 , 不仅

在未知和陌生的世界立足 , 而且改变着自己的环境和命运。有人认为 , 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

进式改革”。事实上 , 就体制改革与人的关系而言 , 中国的改革力度是相当大的 , 如 1980 年代

的“百万大裁军”, 1990 年代国企改革中上千万工人下岗或者转换身份等。这在那些所谓“激进

式改革”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得以顺利度过“改革大关”与农民式的忍耐理性密切相关。

邓小平在 1980 年代实施大裁军时多次强调 , 为了经济建设军队要忍耐。这种农民式的忍耐理性

已上升为国家理性。改革开放以后 , 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重大挫折时 , 邓小平提出了

“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战略。“不出头”就可以埋头搞建设 , 积累实力 , 可以不成为他人攻

击的对象。尽管局部、个别事件可能受到一些伤害 , 但从大局看就得忍耐。实力强大了 , 局部

性个别事件也会减少。为此 , 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念。这一理念希望在国家的崛起过

程中尽量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矛盾 , 以减少崛起和发展的成本。富于忍耐的农

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扩张式发展结合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三、农民理性的嬗变 :“中国奇迹”的限度与持续

在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 , 特定的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优势结合 , 得以扩张 , 产生

两种成熟社会都不具有的巨大功效。但是 , 理性是特定环境的产物 , 其内容、形式及其功效十

分复杂。这种复杂性也使“中国奇迹”表现出其特有的限度并制约着其持续性。

农民理性具有特殊性。“中国奇迹”是事实 , 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为什么这一奇迹发生于

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 或者为什么当今其他国家没有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和政治相对稳定的“奇

迹”? 重要原因之一 , 是数千年农业文明传承下来的农民理性。这种农民理性是中国特有的 , 是

无法移植和难以模仿的。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 , 但与中国还存在相当距离。其中的原因之

一在于农民理性的功效。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格局与农民相关的命题 , 摩尔早有论述 , 迄今仍然

有相当的启示性意义。由特定的农民理性 , 或者说民情所决定的“中国奇迹”及其之后的“中

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因此更多地具有“中国性”, 是“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

正如我们不可轻易模仿西方模式、西方经验和西方道路一样 , “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

国道路”的影响、作用也是有其限度的 , 不可轻易推及 , 其他国家不可也难以照抄照搬。当然 ,

由“中国奇迹”导出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非常值得总结和分析的。为

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度能够崛起一个世人关注的“中国奇迹”。这本身

就是一个世界性命题 : 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民意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

当然 , 在我们高度评价农民理性扩张对于创造“中国奇迹”的作用的同时 , 也必须意识到

这种理性的扩张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短时间不明显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其个人代价

和社会成本会逐渐显现。农业生产是一种简单劳动 , 处于自然状态 , 可以不需要时间、条件的

要求。工业生产是一种复杂劳动 , 伴随着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如工业生产可能出现一般农业

生产不会出现的工伤、有害物质等。永不停息和反复运转的机器生产将人变成机器的一部分 ,

劳动强度大和单一性强。特别是中国农民工从事的加工业、采掘业、建筑业等 , 劳动强度高 ,

人身风险大。农民进入这些生产领域以后 , 虽然没有考虑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要求 , 但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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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 , 特别是这种伤害因为没有事先的合约而得不到必要的补偿 , 不仅

给当事人造成痛苦 , 也会使社会付出成本。如沿海地区的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 山西等地

不断出现煤矿安全事故等。

农民理性的扩张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起承转合关节点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 这种作

用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的理性最终是环境的产物 , 环境在变 , 人的理性也会变。当农民进入

工商业社会以后 , 他最终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理念、态度和看法。这样 , 两种文明

形态中的“精华”要素交互形成的“叠加优势”就会慢慢失去 , 进入到社会常轨 , 农民理性也

会由扩张而转化为收缩状态。从勤劳看 , 第二代农民工 (主要指 1980 年代及其以后出生的人)

基本没有经历农耕生活 , 他们更多接受的是工业理性 , 对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要求大大高于

其前辈。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回乡 , 政府前所未有地想方设法扩大农民工就业 , 但第

二代农民工除了仍然要求工资待遇外 , 还附带着更多条件 , 如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和工作地点。

政府对劳动者的保护措施正在得到加强 , 由农民理性扩张产生的低成本劳动已很难再有。近年

来 ,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由高增长进入到中度增长 , 甚至需要保增长 , 这与劳动成本的不断提升

相关。从勤俭看 , 新一代农民的消费更多市民化 , 加上政府为农民提供的保障愈来愈多 , 农民

愿意消费 , 也敢于消费 , 储蓄意愿和储蓄率开始下降。依靠国民的“低工资、高储蓄”来保持

经济高速增长已很难延续。从算计看 , 民营企业仍然习惯于赚小钱 , 而依靠廉价劳动生产廉价

商品保持出口增长的空间已不大。正因如此 , 一些沿海地区的领导人近年倡导企业结构转型 ,

从依靠廉价劳动和消耗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知识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这一

转变过程却相当艰难 , 尤其是需要将传统的模仿式学习转变为创造式学习。而目前 , 中国的知

识生产仍然局限于模仿式学习。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博士数量和科技论文数量名列前茅的国家 ,

但原创性的科技发明却微乎其微。市场经济强化了人的自利意识 , 农民的互惠理性因为进入开

放和变化的市场社会以后而转变 , 他们遇到问题愈来愈多地寻求社会中介机构 , 社会成本因此

增大。农业社会依赖于“向后看”而获得的稳定意识正在为市场经济的“横向比较”而产生的

不稳定性所替代 , 人们对相对不利的环境愈来愈缺乏耐心。为此 , 政府不得不支付更多的社会

成本来维护社会稳定。自新世纪以来 , 群体性事件不断增长 , 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成本也在迅速

增长。不断增长的社会总成本最终会降低经济总竞争力。这说明 , “中国奇迹”也会随着时代的

变化而变化。“奇迹”是相对而言的 , 如果“奇迹”是常态 , 就不再是“奇迹”了。

如果说农民理性由扩张到收缩是必然趋势 , 甚至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 那么 , 需要注意的是

农民理性扩张有可能形成“叠加劣势”。前文提到 , 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优质要素结合可以

形成“叠加优势”, 与此同时 , 它们二者中的劣质要素的结合也可能产生“叠加劣势”。这是因

为 , 农民的理性也会变化 , 甚至畸变 , 当它与工商业社会固有的不良要素相结合 , 就有可能产

生“叠加劣势”。① 农民理性扩张不仅增加了国家财富 , 也使少数农民富裕起来了。这些富裕起

来的农民 (通常被称之为“富一代”) 在传统农民理性的惯性作用下 , 仍然保持勤劳、勤俭的特

性 , 而他们的后代 (通常被称之为“富二代”) 中的一些人不仅不具有勤劳、勤俭的特性 , 而且

重享受轻劳动、重消费轻节俭 , 甚至在工商业社会消费价值的刺激下“斗富比阔”。如近年来浙

江省不断发生的“飙车案”, 主要成员便是“富二代”。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富不出三代”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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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劣势”。



新的形势下发生。从学习看 , 小富之后的骄傲自满 , 甚至狂妄自大 , 开始抬头。从人情看 , 人

情日趋淡薄 , 并为利益所替代 , 为了钱可以 , 甚至首先“杀熟”, 如“传销”。为了人情而支付

的社会成本高昂 , 如政商勾结的腐败。从互惠看 , 一部分“暴富”之人缺乏修养 , “富而不贵”,

不仅不尊重劳动和作为劳动者的平民 , 甚至“为富不仁”, 从而造成社会的撕裂和对立 , 滋生

“仇富心理”的民粹主义 , 有可能出现社会冲突 , 甚至激烈的社会对立。近几年出现的部分群体

性事件并没有特定的指向 , 主要是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如果社会不满得不到有效化解 , 日积

月累就有可能发生“社会爆炸”。而这最终会葬送“中国奇迹”的成果 , 削弱“中国模式”、“中

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影响力。

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过渡期 , 农民理性得以扩张。但随着社会的变化 , 农民理

性也会由扩张到收缩 , 再到衰减 , 直至蜕变。改革开放 30 年 , 是农民理性的扩张期 , 现在正进

入收缩期。一方面农民理性扩张未完全消失 , 另一方面农民理性的能量在减小 , 并步入衰减时

期。而随着农民逐步市民化 , 农民理性将最终为市民理性所替代。但长达数千年的农民理性不

会简单或迅速地失去 , 它还会以新的形式展现在世界上。

四、小　　结

本文以农民理性为切入点解释“中国奇迹”的发生及其可能的变化 , 主要试图说明以下

观点 :

其一 , 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20 世纪以来 , 中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

代工业社会的交替之中 , 现代性一直是社会追求的目标。出于改变现实的目的 , 现代性目标成

为神圣、崇高、先进的化身 , 传统则被视为落后、退步、弃之不及的东西 , 由此形成了传统与

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而伟大的革命 , 特别是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革命恰恰发生于传统最

为深厚的中国 ; 伟大的发展 , 特别是在世界上少见的经济发展奇迹 , 恰恰也发生于农民人口占

多数的中国。这一历史进程要求我们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否则我们无法解释

在一个农民国度里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一个“中国奇迹”。近年来 ,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这种

发展的独特性 , 兴起了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人们又试图将中国的成功归之于东方特有的儒家

文化 , 即传统主义取向。这种取向的重大缺陷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两千多年的儒家文明或者是

农业文明时代 , 中国并没有腾飞而只能极其缓慢的发展。这种取向与现代主义取向一样 , 仍然

局限在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元框架内。如果要对中国发展道路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和预测 , 必

须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

其二 , 重视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的因素及其影响。20 世纪以来 , 中国正处于

文明形态的转换之中。这一历史转换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件。而在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

点上 , 某种因素会发生重要 , 甚至关键性作用。以往 , 我们比较多地重视领袖人物的作用 , 这

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一个小农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度里 , 以领袖个人为代表的政治集团的感

召、动员和组织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 , 邓小平认为 , 没有毛泽东 , 中国可能还要在黑暗里

继续摸索一段时间。① 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关键性作用也是举世公认的。但在肯定历史关节

点上的领袖作用的同时 , 我们往往忽视了人民大众的作用。没有亿万人民大众 , 领袖无论多么

伟大都无法完成扭转乾坤的使命。那么 , 在中国 , 人民大众是谁呢 ? 主体是农民。在中国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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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任何伟业 , 都不可忽视农民的作用。本文的要旨就是要说明“中国奇迹”不是某一个神圣

人物的作用 , 而与历史上从来都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泥腿子”———农民有关。但在现有关于

“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研究中 , 几乎看不到作为中国人的主

体 ———农民的影子 , 而离开了人这一主体 , 遑论什么“奇迹”、“模式”、“经验”和“道路”?

其三 , 重视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因素。以往忽视农民的作用 , 重要原因是强

调制度的功能。只要在少数领袖人物领导下改变了制度 , 就会带来所需要的一切。事实并不这

样简单。制度是形式外壳 , 其内核则是文化。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内核 , 就难以发

挥其作用而沦为形式和空壳。多年来我们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符合中国国情 , 但没有将文化和

民性民情民意视为国情的组成部分。事实上 , 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是活的国情 , 是软国情 , 它

比地理、经济状况等硬国情更能发挥其主动性作用。正是从中国的民性民情民意出发 , 又适应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要求 , 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独特而有成效的道路 , 创造出举世瞩目的

“中国奇迹”。本文的价值不仅是要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成就“中国奇迹”的 , 更重要的是

要说明长期历史形成的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在历史转换中的关键性作用。

其四 , 对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给予足够重视。20 世纪以来 , 由于中国的制度革命和

改革成为主题 , 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大行其道。在这种理论看来 , 只有改变了制度 , 一切会随之

而变 , 因此它往往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

合体 , 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① 世界是一个历史过程 , 且是一个由人创造的能动过程。“历史不过

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 历史制度主义注重制度变革是一个历史过程 , 这一过程

是由人这一历史主体所创造的 , 制度变革能否有成效 , 与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的因素分不开。现

有分析“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论著恰恰缺乏对人这一创造

历史的主体给予足够的关照。这也是写作本文的目的之一。

〔责任编辑 : 李潇潇〕

·811·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1 期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年 , 第 24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57 年 , 第 118 —119 页。



found t hat t he2reduction at t he national level did see a reduction , but t his reduction assumed
different pat terns. Prior to 1990 , t he national2reducti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was quite
significant in bot h t he eastern and cent ral/ western regions. Af ter 1990 , t he national2reduction
disappeared and t he reduction t hat had t raditionally occurred in t he eastern and cent ral/ western
part s of China was now taking place in t he eastern , cent ral and western part s of China.

(7) An Analysis of Minimum Wage Effects on the Labor Market —Effect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La w of the PRC on Employment Contracts Di n g S houhai ·85 ·

Analysis of nonlinear p rogramming showed t hat t 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cont rol on t he
labor market is not only dependent on t he impo sition of t he minimum wage per se , but also on
t he cont rol of some social factors. If implementation is intensified beyond a certain point , t he
impact of t he minimum wage on t he labor market will inevitably be severe. Based on t he data
gathered f rom 439 enterp rises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 , t he author found t hat t he
increase in t he minimum wage in 2008 clearly affected the job market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it s
effect was even more severe t han in 2007. However , t he increase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 he
labor market in cities and towns. The aut horπs analysis f urther point s out t hat t he major impact
on t he migrant worker labor market was occasioned by t he intensified implementation of t he Law
of t he PRC on Employment Cont ract s. However , t he impact on the labor market in cities and
towns was miniscule due to t he effect s of t he dual employment system specific to China. This
suggest s t hat t he effect of t he Law of PRC on Employment Cont ract s could be achieved by
intensifying the minimum wage cont rols and some ot her regulatory measures.

(8) The Extension of the Rational ism of the Peasantry : an Analysis of the Key Actors behind the
“China Miracle" —A Challenge to the Existing Theories and a Ne w Analytical Framework

X u Yon g ·103 ·

Demograp hically , peasant s have long constit uted the vast majority of t he total Chinese
pop ulation. Politically , t hey have consistently been perceived as a very conservative force. Their
rationalism , formed during t he long2term mode of agricultural p roduction , could only play a very
limited role wit hin typical agricultural society. Such rationalism may well be defined as
“rationalism for survival . " However , t his kind of rationalism has wit nessed a dramatic expansion
since China embarked on reform and opening2up . We argue that once combined with
indust rialism , “rationalism for survival " may have produced “added advantages" for Chinese
society. As a result , Chinese peasant s have released a huge potential energy never seen in
Chinese agricult ural society. This paper argues t hat a t ru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easant s
should precede t he understanding of t he “China miracle " and a t rue understanding of
“rationalism" among Chinese peasant s should precede t 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easant s. To
understand how Chinese peasant s created t he “China miracle" , we need to abandon t he t raditional
dualistic model of conflict characterized by t raditionalism vs. modernity and pay special at tention
to t he t ru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asant s.

(9)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isaster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on g X i n g and Zhang H aibo ·132 ·

The field of disaster management has gradually evolved t hree important research t raditions
characterized by project s vs. technology , organizations vs. instit utions and politics vs. society ,
and t hree core concept s characterized by disaster , crisis and risk.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 t he
term “disaster " has gradually been replaced by “emergency " in t he practice of disaster
management . However , t here is a logical reason to argue t hat risk , emergency and crisi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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